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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购统销制度中的“异动”: 国家与农民
博弈视角下的 1956 年前后农村自由市场短暂开放

吴建征 朱汉国

摘 要 1956 年农村自由市场开放是国家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后在流通领域的一次探索，其衍生经历了一个反

复论证过程。从 1956 年下半年到 1957 年夏季不到一年的探索实践中，一方面，国家试图通过自由市场开放解决单

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所暴露的弊端，农民也对自由市场开放进行了积极回应，这对促进农村商业流通、发展副业生

产起到了正面效应; 另一方面，农民的“反向”行为致使自由市场的开放引发了对国家统购统销政策的冲击，并对合

作化制度产生了负面影响，为此，国家对自由市场进行严格控制。事实上，这次自由市场的短暂开放，是在统购统销

制度下的一次“异动”，并反映出在探索市场模式过程中国家与农民之间的博弈。最终，自由市场又处于近乎关闭

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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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统购统销制度下短暂存在的 1956 年前后

的农村自由市场，从其衍生之日起就充斥着国家与

农民博弈的色彩，这与当时的国家整体状况和乡村

社会结构有着天然的联系。近年来，关于这一问题

的探究进一步得到深化。［1］张神根从八大前后党对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进行探索的角度进行论

证，较为宏观地勾勒了自由市场开放的缘由、开放的

基本状况以及关闭的原因; 武力从 1956 年前后农村

自由市场的兴衰透析原有体制的局限，并论证了传

统的经济体制在利用市场机制方面的局限，并认为

这次开放也是我国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引入市场

机制的先声; 沙敏以 20 世纪 50 年代北京地区自由

市场的第一次开放为切入点，从地方实证研究的角

度，较为系统地对比了自由市场开放前后的市场状

况; 夏林、董国强依托江苏省档案馆和其他一些历史

文献，对 1956—1957 年有限开放自由市场的出台背

景、实施过程及其社会绩效进行了论证，并提出了此

次有限开放自由市场政策的结束是中国宏观经济政

策的一次倒退。学界以往的研究成果主要分为两种

类型，一种是对这一问题进行宏观阐述或以区域为

主线进行实证研究; 另一种是将这一问题与经济体

制和经济政策相结合进行论证。笔者进一步认为，

这次自由市场的短暂开放，是在统购统销制度下的

一次“异动”，并反映出在探索市场模式过程中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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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农民之间的博弈。1956 年我国完成社会主义改

造后，国营商业与供销合作社基本占领了整个农村

市场，这说明国家出于战略需要，通过自上而下的运

用统购统销制度，基本实现了对乡村流通体系的重

塑。但随之而来的弊端也日益凸显。于是，农村自

由市场的开放被重新提出。在研究过程中，笔者发

现在农村自由市场的衍生与开放、取缔与关闭过程

中，既有国家的权力下放与农民的积极回应，又有农

民的“反向”行为与国家的政策控制。在国家与农

民的博弈互动中，农村自由市场最终处于近乎关闭

状态。有鉴于此，文章以国家与农民博弈互动为视

角，探讨 1956 年前后农村自由市场短暂开放所引发

的一系列变化。同时尽量反映农村自由市场的原

貌，以期深化社会经济史和中共党史的研究。

一、农村自由市场开放的源起

新中国建立之初，国家并未封闭农村自由市场，

市场收购粮食依然是农村商品流通的重要渠道之

一。随着 1953 年统购统销制度的实施和社会主义

改造的推进，农村自由市场日益萎缩。正如中国经

济史学专家吴承明所言: “一是农副产品短缺引发

国家对农副产品实施统购统销，使农村自由市场商

品急剧减少; 二是社会主义改造的快速推进，而以个

体和私营为主的自由市场主体日渐式微。”［2］这样，

国家依托国营商业和供销合作社所建立起来的国家

统一市场使农村自由市场受到了高度挤压，一方面，

对于保障城乡供给、支援工业建设、稳定市场物价、

维护社会秩序起到了正面效应; 但另一方面，这种统

一的市场并不是受价值规律作用而形成的市场，也

日益暴露出一些弊端: 其一，作为高度垄断统一乡村

市场载体的供销合作社在统购统销的地方实践上，

并没有完全处理好粮食生产与收购之间的关系，在

购销过程中缺乏合理的统筹安排，出现过违背客观

规律的征购模式和超过预期的征购计划，从而侵害

了农民利益、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如: 1953

年夏季，河北文安县遭受了严重的洪涝灾害，但县粮

食局在制定 1954 年的统购任务时，却由 1953 年的
350 万斤提高到 500 万斤。［3］其二，城乡流通网络分

配不均衡，农村商业流通网点的匮乏致使农村商业

流通受阻，从而影响了农村社会的农业生产和农民

生活。如: 贵州铜仁地委桂花大队三小队基本生活

用品非常匮乏，水壶、水缸、锅碗等生活必须品都缺

少近一半; 晒席全队需要 34 床，但只有 4 床。［4］其

三，与人民群众息息相关的农村自由市场的萎缩不

仅侵害了农业和农民利益，而且由于农村社会家庭

副业的生产数量减少和城乡商业网络分配不均衡等

原因，也直接对城市人民的生活产生了负面效应。

如: 1956 年 3—4 月的北京地区蔬菜供应量严重不

足，需要从外地运来 13026 万斤弥补。［5］上述所列举

的弊端主要体现了对城乡人民生产生活的负面影

响。那么，对于国家层面而言，农村自由市场的萎缩

又引发了哪些联动效应呢? 据资料所载，1956 年我

国有 18 种主要工业品的收购计划未能如期完成，占

计划总数的 40%，而这 18 种产品则集中于农场原

料加工品、金属制品、建筑材料等领域。［6］可见，国

营商业、供销合作社没有完成主要农产品的收购计

划，自由市场的衰落也影响到了国家收购任务的完

成。为何会出现上述现象? 陈云曾经指出: “当供

销合作社和国营商业对于某些农产品、农业副产品

没有注意收购或者收价偏低的时候，这些农产品和

农业副产品就会减产。”［7］这也就说明了统购统销

制度的实施和自由市场的衰落，一方面保证了国家

对农产品的主要采购权; 但从另一方面来看，统购统

销制度在地方实践上若方法不当，会挫伤农民的生

产积极性，反而使农产品和副业产品减产，从而也会

影响到收购任务的完成。

1955 年 6 月 3 日，阎顾行( 时任全国供销合作

总社副主任) 在《大公报》上发文指出: 农村贸易在

中国已存在几千年，今后在相当长时期内还将存

在。［8］同年 7 月 16 日，国务院批转商业部、供销合作

总社、中央工商行政管理局联合下发的《关于改进

初级市场管理过严过死的现象》中提出了纠正农村

初级市场存在的管理过严过死现象。该文虽未正式

提出开放农村自由市场，但毕竟以正式文件的形式

提出了要改变农村市场现状，可以说为农村自由市

场的开放做了一定的前期准备。而随着农业合作化

的基本完成，农民由于受到家庭副业收入限制等因

素影响，致使收入明显下降。因此，1956 年 4 月 3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发出《关于勤俭办社的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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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指示》，要求各地合作社“开辟生产门路、发展副

业生产、经营多种经营”。这一指示为农村自由市

场的开放做了重要准备。一方面，农民副业可以依

托合作社为载体，进行农副产业经营，取得了经营上

的合法性; 另一方面，供销合作社等掌控农村集市贸

易的部门也必须为农村副业生产、经营多种经营放

松限制。这样就为农村自由市场的恢复和开放做了

充分准备。同年 6 月，毛泽东在代表中央起草的一

个通知里进一步指出: “有必要号召各农业生产合

作社立即注意开展多种经营，才能使百分之九十以

上的社员每年增加个人收入，否则就是一个很大的

偏差，甚至要犯严重的错误。”［9］毛泽东代表中央

所起草的通知中虽未明确提出开放自由市场，但号

召各农业生产合作社立即注意开展多种经营。这

样，多种经营所产出的农副产品则可为自由市场提

供商品，而自由市场的开放也反过来促进多种经营

的开展。因此，这一说法事实上也是为自由市场的

开放奠定政治基调。那么，若重新开放自由市场，如

何定性自由市场，应该开放到何种程度? 这在开放

前都是需要慎重讨论的问题。为此，当时主管中央

经济工作的负责人陈云曾明确提出: “现在应该来

一个社会主义基础上的计划经济范围内的自由市

场。资本主义生产是无政府状态，在大范围内不合

理，在小范围内还是合理的。社会主义生产，在大范

围内合理，在小范围内还有不合理之处。我们要做

到既在大范围内合理，又在小范围内合理。”［10］可

见，中央层面开放农村自由市场的倾向日益明显。

事实上，在我国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后，统购统销

制度下的市场被严格限制，商品流转和硬性推销等

问题制约了地方自主性和市场作用发挥。因此，应

该出台新的举措，改变不合理现状。

1956 年 9 月 12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发布

了《关于加强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生产领导和组织建

设的指示》，该指示明确提出: 要逐步建立在社会主

义经济领导下的自由市场，凡是国家统购和委托收

购范围以外的农副产品，以及完成统购任务和履行

收购合同义务以外的多余产品，都可以通过这个市

场自由买卖。［11］自此，中共中央、国务院相关指示的

出台标志着从国家层面确立了要开放自由市场，而

这种自由市场的开放有两条严格限制: 第一，必须是

在社会主义经济领导下，这是一个根本性的前提，符

合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特征; 第二，自由市场上

可以自由买卖的产品必须是国家统购和委托收购以

外的产品，以及完成统购任务和履行收购合同义务

以外的多余产品。这说明国家一方面允许自由市场

开放，但另一方面则是在保证统购统销制度下的自

由开放，这就难免引发在自由市场开放过程中，造成

统购统销制度与自由市场开放之间的矛盾，换而言

之，则是国家与农民在这一领域的互动与博弈。

二、国家的权力下放与农民的积极回应

在国家近代化或者说现代化的进程中，国家权

力不断向基层社会延伸是一个基本趋势，而乡村市

场则是联接国家与农民的重要纽带，成为了国家整

合乡村社会资源的重要载体。事实上，国家已依靠

统购统销制度对乡村社会和乡村经济进行了重塑，

而在这一制度下的农村自由市场开放，则体现了国

家在这一领域的部分权力下放，而农民则采取了积

极回应的态度，支持国家开放农村自由市场的政策。

自由市场的开放，理论上应以价值规律和市场

调节为主体，但当时我国已经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

造，统购统销制度为当时的主体流通制度。国家要

开放自由市场，但自由市场的开放程度又不得突破

统购统销制度。那么，如何开放自由市场，进行权力

下放? 陈云认为:“这种自由开放市场，是在国家领

导之下，作为国家市场的补充，因此他是社会主义统

一市场的组成部分，”［12］从陈云的论断中可以推

出，他将自由市场作为国家市场的补充。换而言之，

即国家市场是主体，自由市场是补充，因此是可以开

放自由市场的，这并不会冲击社会主义制度。刘少

奇则进一步指出: “一方面自由市场可以补充当前

我们社会主义经济的不足，另一方面它可以帮助我

们在经济上搞多样性和灵活性。”［13］这就进一步指

出了自由市场可以发挥它对社会主义经济应有的作

用。而 1956 年 11 月 11 日，时任国家工商行政管理

局副局长的管大同发文指出:“从本质上看，无论国

家市场或国家领导的自由市场，都是社会主义性质

的市场。”并进一步指出，“今后市场管理的主要任

务是什么呢? 主要应该是: 组织和领导市场正常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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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并且为便利市场交易服务，以促进商品的正常流

转和工农业生产的发展。”［14］这也就进一步为自由

市场的开放明确了思路。事实上，在 1956 年 9 月
12 日国家颁布《关于加强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生产领

导和组织建设的指示》前，部分地区就开始探索权

力下放并开放农村自由市场了。如: 1956 年初北京

对东晓市场的调研，同年 6 月四川药材市场的自由

成交与贩运等。但这只是停留在调研层面或部分领

域的试用。同年 7—8 月，鄂、粤、晋、赣、川、闽、苏、

冀等 8 个省份第一批开放了农村自由市场。随后，

又陆续有部分省份开放了自由市场，到当年 11 月

底，已扩展到包括上海在内的 14 个省份，自由市场

的种类极其交易品种不断增多，从业人员也呈现不

断增加的态势。

那么，在统购统销这一主体流通制度下，国家对

自由市场开放到何种程度呢? 笔者认为，在当时的

条件下，最能反映开放程度的便是产品的开放种类。

1956 年 10 月 4 日，国务院颁布《关于放宽农村市场

管理问题的指示》，该指示规定: 农村市场中可以放

宽的产品，只应该是小土产的一部分。但这只是国

家宏观层面面的规定。那么，国家究竟允许哪些产

品进入自由市场? 为此，笔者查阅了各省相关资料，

大体归结为三种情形，并以河北、江西和陕西为典型

代表。为进一步明晰展示进入农村自由市场的产品

范围，笔者整合部分资料制成表 1。［15］

由表 1 可知，各省在权力下放的范围上有所差

异，但对小土副产、小畜产、水产等均允许进入农村

自由市场，而且个别省份还规定粮食、棉花、油料等

国家统购物资，按国家规定实行统购，但农业社和农

民完成统购任务后，可以自由处理; 还有省份规定国

家统购物资以外的其他重要工业原料和出口物资，

在完成国家收购任务后，允许进入农村自由市场出

售等。国家对自由市场的开放程度如此可见一斑。

国家对农村自由市场开放，农民则更愿意发展

副业生产，并积极投身到自由市场上进行产品交易。

这是农民对自由市场开放的积极回应。农民的积极

回应突出表现为以下特征。第一，从业人员不断增

多，活跃了乡村自由市场，以上海为例，1956 年 9

月，有个体户 1661 户，从业人员 5000 多人; 10 月份

则达到 2885 户，从业人员 8100 多人。［16］增速由此

可见一斑，这也直接体现了农民对国家开放自由市

场的支持，也进一步说明自由市场对农民具有较强

的吸引力。个体户户数和从业人员的增加，活跃了

乡村市场，农民可以到自由市场上出售自己多余的

产品，购买自身所需的产品; 第二，商品的种类和数

量迅速增加，便利了物资交流。如: 河北省于 1956

年 11 月 18 日颁布《关于放宽农村市场管理的指

示》后，乡村市场商品量变化非常明显。如薯类，

“东光县的秦村集 1956 年 11 月上旬每集上量 2000

公斤，中旬增至 6000 公斤; 泊头市的 11 月 2 日集日
表 1

产品类型地 区
不允许进入农村自由市场的产品 允许部分进入农村自由市场的产品 完全允许进入农村自由市场的产品

河北
粮食、棉花、油料等国家统购物资，禁
止贩运经营。

国家统一收购的废铜、牛羊皮等主要
出口和内销物资和核桃、杏仁等供不
应求产品，在满足出口和国家需要的

前提下，允许调剂贩运。

鸡、鸭、鱼、蛋、蔬菜、水果、土药材、农
村手工艺品等小土副产、小畜产、水
产等产品，允许进入农村自由市场。

江西

粮食、棉花、油料等国家统购物资，在
未完成国家统购任务之前，严格按国

家规定实行统购，不允许进入农村自

由市场出售。

1．粮食、棉花、油料等国家统购物资，
按国家规定实行统购，但农业社和农

民完成统购任务后，可以自由处理;

2．粮食、棉花、油料等国家统购物资
以外的其他重要工业原料和出口物

资，在完成国家收购任后，允许进入

农村自由市场出售。

鸡、鸭、鱼、蛋、蔬菜、水果以及零散细
小的农副业小土特产等产品，允许进

入农村自由市场。

陕西
粮食、棉花、油料等物资实行国家统
购;

1．棉花在完成统购任务后，多余部分
允许到自由市场出售; 2．国家统购物
资以外的其他重要工业原料和出口

物资，在完成国家收购任务后，允许

进入农村自由市场出售。

分散的小土产( 小手工业产品) 、鸡、
鸭、蛋、蔬菜、小宗水果等产品，允许
进入农村自由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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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 6564 公斤，22 日上量 14000 公斤”［17］。另外，

自由市场的商品种类增速非常明显，如河北魏县的

牙里集上，有簸箕、锅盖、草编织品等 12000 多件商

品上市; 曲周、磁县等地的市场上，有绣花线、发卡等
100 余种小百货上市。［18］商品种类和数量在自由市

场的增加一方面使物资交流便利，从另一方面也反

映出国家对副业生产的政策放宽，农民可以进行多

种经营，从而使副业生产的种类和数量呈现增加态

势，进而保证了自由市场上的产品种类和数量; 第

三，市场交易额增加与市场商品价格回落。自由市

场的开放促进了市场交易额不断攀升，据估计，1957

年全国自由市场交易额将由 1956 年的 100 亿元增

加到 120 亿元。其中，有 2 /3 来自农副土特产品自

由市场。［19］再者，农村自由市场的产品价格也呈现

回落趋势。如:“河北永清县别各庄土烟 1956 年 l—

7 月每斤最高 1． 2 元，最低 0． 6 元，8—9 月份最高
0． 8 元，最低 0． 3 元; 静海的百斤蒲包由 0． 233 元回

落到 0． 22 元，杨柳青水产鲤鱼每斤 0． 4 元下降到
0． 36 元。”［20］市场交易额增加与市场价格回落从

另一方面反映出自由市场呈现逐步走向繁荣的景

象。这体现了农民对国家开放自由市场的积极回

应，这是出于农民的自愿行为，因为农民可以通过自

由市场的贸易增加收入; 第四，农村自由市场的开放

也促进了城乡物资交流。在上海，长期缺货的毛鸡、

鲜鱼、南北货等货源不断增加，鲜鱼每天上市 800 斤

左右，毛鸡每天有 20000 斤，张家口的蘑菇、宁波的

黄橙等断档多时的产品重新与市民见面。［21］而北京

的干果市场在自由市场开放前后的交易金额和数量

方面则有较明显变化，如表 2 所示。［22］

表 2

时间 交易金额 交易数量

开放前( 1956 年 1 月 － 6 月) 222 万元 1387 万斤

开放后( 1957 年 1 月 － 6 月) 405 万元 2232 万斤

可见，农村自由市场开放也促进了城乡物资交

流，便利了城市人民生活。事实上，在当时的生产力

条件下，农民完成统购任务、合作社提成以及自己的

口粮后，能够投入到自由市场的粮食并不会多。而

当时虽然发展了农村副业，但并未形成大规模副业

生产。因此，自由市场虽然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繁荣

景象，仍不能满足城乡人民生活需要，但这毕竟改变

了以往的商业流通状况，也得到了农民的积极回应。

三、农民的“反向”行为与国家的政策控制

农村自由市场开放也引发了农民的另一层面行

为，即“反向”行为。自由市场开放的初衷是为了改

变商业流通领域体制过于僵化、农副产品减产和农

民收入下降等问题，但农民在积极回应自由市场开

放的同时，还存在另一种“反向”行为。我们知道，

国家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后，大多数农民走上了合作

化道路，生产领域的合作化与流通领域的统购统销

制度并行，共同促成了高度集中统一的农村计划经

济体制。而自由市场的开放则使农民可以通过自由

市场来实现产与销的互换。这样，合作社模式则对

农民在某种程度上产生了限制，而合作社是在“自

愿”原则下完成的合作化进程，因此，部分参加合作

小组的小商贩要求退社，部分农民也要求退社、弃农

经商或兼营商业。虽然部分干部工作方法不当、合

作社劳动时间过分紧张、社员收入不高、生产资料处

理存在一定问题等诸多因素都是引发退社的原因，

国家也可以通过各种方式对自由市场进行控制，自

由市场并不会对合作化制度造成太大冲击，但无疑

自由市场的吸引是社员退社的一个重要因素。另

外，在国家与农民从事购销活动中，也存在供销社压

价收购现象。而自由市场的开放，农民则可以通过

自由市场进行购销乃至长途贩运，这无疑进一步对

农民产生了吸引力，在一定程度上对统购统销制度

构成冲击。事实上，自由市场的开放就必然导致市

场主体的发展与规模扩大，而更多的农民则必然要

进入到农村自由市场进行交易，从而导致农村社会

资源配置和农业生产方式发生变化，进而影响到国

家统购统销制度和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

此外，自由市场开放还在一定程度和范围内引

发了农业合作社瞒产现象，据 1957 年河北邢台专署

的一组数据显示，估计至少有 30%—40%的农业社

瞒产。［23］为何出现上述现象呢? 我们知道，新中国

是从百废待兴的状态下逐步发展起来的。新中国建

立初期，我国的社会资源和国家财富都非常匮乏。

1950 年全国的财政收入( 含债务) 仅有 65． 19 亿元，

到三大改造基本完成的 1956 年，也仅为 287． 43 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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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24］可见，这一时期国家财政收入处于非常紧缺

状态，而国家当时的战略是将有限的资源和资金投

入到重工业领域，则势必影响对农业领域的投入。

那么，农民的生活当时处于何种境况呢? 表 3 为笔

者整合相关资料得出的一组数据。［25］

表 3

年度 1953 年 1954 年 1955 年 1956 年 1957 年

总人口数( 万人) 58796 60266 61465 62828 64653

粮食总产量( 亿斤) 3337 3390 3679 3855 3901

人均占有量( 斤) 568 564 597 612 606

通过以上数据可知，从 1953 年到 1957 年，我国

粮食总产量由 3337 亿斤增加到 3901 亿斤，而人均

占有粮食从 568 斤增至 606 斤。这样，若排除出口

粮( 当时的整体形势是国家不可能进口粮食反而还

要拿出部分粮食用于出口) 、种子粮、饲料粮、家庭

副业原料等因素，假定人均年消费 606 斤原粮，则依

然是很低的消费标准。而且，逐年的粮食增产速度

也低于同期人口的增长速度，农民的生活水准由此

可见一斑。而这时国家的统购统销制度是国家出于

整体战略需要，通过工农业品的“剪刀差”来保证工

业化建设。而大多数农民并不可能完全理解国家政

策的意图。尤其是 1956 年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完成

以后，农民由分散的小农经济变成了一个以合作社

为单位的利益团体，这个利益团体中诚然也包括负

责具体工作的县乡干部。这也就形成了一个新型的

国家、集体、农民关系架构。因此，这一团体为争取

利益最大化，不免对统购统销制度予以抵制。正如

陈云在 1957 年 8 月谈及粮食供需紧张的状况所说

的，“这主要是因为农民、合作社和县、区、乡干部有

一种多留一点、少买一点的倾向。这种情况说明，合

作化以后立即容易搞到粮食的想法是不现实的。合

作化以后是社会主义，但也可能发展个人主义，发展

本位主义。”［26］而自由市场为合作社与社员抵制国

家对其剩余产品控制提供了土壤，合作社与社员通

过合作社发展副业生产和多种经营，并将副业产品

投入到自由市场中以获得经济利益最大化，从而导

致出现了农业合作社瞒产现象，甚至出现了合作社

在完成国家统购任务之前就将产品放入自由市场的

行为。

这样，农民这一层面的“反向”行对国家统购统

销制度造成了冲击，也对农村单一的经济体制造成

了冲击。这种现象反映出既往的流通体制与自由市

场之间存在的矛盾，换而言之，则体现了国家与农民

之间的矛盾。但国家在这一问题上处于“强势”地

位，对于农民的“退社”与“瞒产私分”现象，国家早

就意识到与自由市场的开放具有一定关联。于是，

国家一方面对自由市场开放，进行权力下放。但又

对其开放程度进行政策控制。事实上，在开放自由

市场之前，毛泽东就认为: “现在我国的自由市场，

基本性质仍是资本主义的，虽然已经没有资本家，它

与国家市场成双成对。”［27］作为自由市场开放主要

推动者的陈云也曾提出: “事无大小，统统计划不

行。个体生产是集体所有制的补充。这种自由市场

只有 25%，75%都是国家统购”。［28］而刘少奇也认

为:“自由市场需要发展，但是应该有所限制，有所

调剂。”［29］可见，对于自由市场的性质党内有不同

看法，但确都提出了对自由市场进行严格限制的观

点。即便是赞同自由市场开放的陈云也是将自由市

场作为国家市场的补充，并认为应对其比例进行控

制，刘少奇也明确提出了要对自由市场有所限制和

调剂。而 1956 年 11 月 22 日的《人民日报》社论中

则指出: 有些国家的统购物资流入自由市场，还有些

农民因为要经营商业而要求退社。并提出了旧式的

资本主义自由贸易和新型的农民贸易的概念。认为

由于农民对旧式资本主义的贸易熟悉，而对新型的

贸易不熟悉，因此要对自由市场加以引导和管

理。［30］这篇社论反映了农村自由市场开辟对国家统

购统销制度的一些影响，强调国家对自由市场要加

强引导和管理。但依笔者分析，这篇社论对自由市

场的分析夸大了自由市场的负面影响。事实上，这

种思想反映了党内一部分领导人和一些地方干部对

自由市场开放的态度问题。认为副业的经营并不是

社会主义经济应该发展的经济。综合历史和现实的

因素来看待这一问题，这种思想更多是受到社会时

代的局限性。由于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和我国社会主

义改造的影响，对于自由市场的性质极其开放程度

问题一直未有统一说法。正如 1956 年 11 月《大公

报》社论中所说:“从严格的市场管理到开放自由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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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这是国民经济的重大改变之一，干部的思想和工

作方法不可能一下子转变过来。”［31］ 1957 年 1 月
29 日，《人民日报》发表相关社论，文中指出: 虽然在

社会主义条件下，自由市场杜绝了资本主义泛滥的

可能性，但在开放自由市场后个别小商贩非法谋利

致富，甚至发展了资本主义性质的剥削，对这方面要

加强管理，严格禁止。［32］陈云指出:“就全局而言，市

场仍然是稳定的，黑市和黄牛并不多。”［33］可见，这

时国家并未出台关闭自由市场的举措，只是控制程

度上更为严格。陈云对自由市场的态度仍然是要控

制，但不是关闭。

可见，国家对自由市场进行严格控制的声音从

自由市场的整个过程中是一直存在的，而真正到非

常严厉管制甚至接近于关闭状态，则是在 1957 年
“反右”运动开始后，党和国家对自由市场的形势进

行重新估计，中央和地方都制定了对自由市场进行

严格控制的政策。从时间上来看，是在 1957 年夏粮

收购紧张以后。具体措施则是从限制市场主体的经

营活动和限制进入自由市场的农副产品种类两个层

面。从第一个层面分析，如何对自由市场主体进行

限制? 毛泽东在 1957 年 7 月的青岛会议期间指出:

“迅即由中央发一个指示，向全体农村人口进行一

次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批判党内的右倾机

会主义思想，批判某些干部的本位主义思想，批判富

裕中农的资本主义思想和个人主义思想，打击地富

的反革命行为。其中主要锋芒是向着动摇的富裕中

农。”［34］而 8 月 13 日，中共中央批转的《浙江省委转

发杨培新同志关于仙居县群众闹事问题的报告》中

指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矛盾，还是

严重存在着并且由于自由市场的开放而增加

了。”［35］ 从中央 8 月 13 日的批转报告中，我们可知

这场教育运动已上升到意识形态领域，而自由市场

从某种程度上是促使农民“退社”的因素之一，又客

观上造成了“瞒产”和冲击统购统销制度的负面影

响，因而也就成为这场教育运动的重要对象。作为

自由市场主体的农民、小商贩、合作社也就自然成为

这场运动的重要目标，其在自由市场上进行经营活

动便受到了严格限制。从第二个层面来看，我们知

道，自由市场上的产品主要以第三类物资为主，针对

自由市场的负面效应，1957 年 7 月，陈云在全国粮

食会议上指出: 凡是粮食供应情况紧张的地方，国家

领导下的粮食自由市场起了一些破坏国家粮食统购

统销的作用; 凡是粮食供应比较松的地方，国家领导

下的粮食自由市场对于国家粮食统购统销起了一些

补助作用。粮食自由市场愿意关闭的就关闭，愿意

保存的就保存，国家不作统一规定，由各省根据实际

情况自行决定。整个农村自由市场问题如何解决，

由五办再召开一次专门会议研究一下。目前，农副

产品第一、二类物资的情况和粮食差不多，自由市场

应该关闭的也可以和粮食一同关闭。第三类物资控

制不住的，可以提到第二类。”［36］从陈云的讲话中我

们能够看出一些端倪。此时国家对自由市场在开放

程度上将要采取严格控制的态势。在粮食市场领

域，给予了各省一定的自由权限; 而将第一类、第二

类物资视为跟粮食情况相似，并将控制不住的第三

类物资提到第二类，则充分表明了国家对自由市场

的态度。因为自由市场开放的主要是第三类物资。

根据粮食和其他主要农副产品的购销紧张状况，同

年 8 月 9 日，国务院发布《关于由国家计划收购( 统

购) 和统一收购的农产品和其他物资不准进入自由

市场的规定》，要求关闭现有粮食市场。根据规定，

除鸡、鸭、鹅、鲜蛋、调味品、分散产区的水产品、非集

中产区的干鲜果品和不属于统购的药材( 统购 38

种) 以外，几乎大宗的农副产品都被禁止进入自由

市场。这样，农村自由市场的商品受到了严格的控

制，能够上市的商品便非常有限了。

四、结语

从 1956 年下半年自由市场开放到 1957 年夏季

国家开始对自由市场严格控制到近乎关闭状态，虽

然不到一年时间，自由市场的开放却起到了正反两

方面的效应。一方面，国家开放自由市场引发了农

民的积极回应，从一定程度上活跃了自由市场、便利

了城乡交流; 但另一方面，自由市场也引发了一系列

的负面效应，为此，国家对自由市场开始严格控制。

可以说，农村自由市场的开放与关闭虽然是国家在

统购统销制度下探索市场模式过程中所采取的政策

导向行为，但从根源上来看，是国家与农民双重作用

的结果。这其中既有国家与农民的博弈，又有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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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农民的协调互动，共同促进了自由市场的开放与

近乎关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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